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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领域侵犯国家象征行为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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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 401120）
摘   要：当前竞技体育领域中针对国家象征的保护现状，存在相关体育规范的保护力度不足、规范不健全以及与司法衔接不畅等问题。解决上述问题需考量此类犯罪的特征与类型，并把握外部规制力介入之必要性这一理论前提。应明确规定相关组织体的地位与权责，设立与义务相对应的责任条款；区分针对不同主体的惩戒机制并制定专门的司法解释用以构建以《体育法》为核心的软硬法并存的法源体系。同时，应着力营造维护国家象征的积极情境、培养国家认同的意识等预防措施，在竞技体育赛场内外营造维护国家象征与形象的环境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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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Regulation of Infringement of National Symbols 
in the Field of Competitive Sports
JIA Jian，DONG Hua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Chongqing 401120,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competitive sports, such as insufficient protection of relevant sports norms, imperfect norms and poor connection with justic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ypes of such crimes, and grasp the theoretical premise of the necessity of external regulatory intervention. Establish responsibility clauses corresponding to obligations by clearly defining the status,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organization. We should distinguish the disciplinary mechanism for different subjects and formulate special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to build a legal source system with soft and hard laws at the core of sports law.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preventive measures such as reshaping the situation conducive to maintaining the national symbol and cultivating the awareness of national identity, create an environmental atmosphere for maintaining the national symbol and image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ompetitive sport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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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显现：竞技体育领域内国家象征保护之困境
国家象征，又称国家标志。应该说，国家在本质上并不具有可触及的实在性，而是通过 “国旗”“国徽”“国歌”等国家外显符号来激发、凝聚民众对其的认同感，进而使人们能在抽象的语境中感受与把握其内在含义。因此，国家象征可以说是贯通国家和公民情感之间不可缺少的桥梁[[endnoteRef:0]]。为了更好地保护国家象征，我国制定了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例如，在《宪法》中对国旗、国徽和国歌等予以确认，赋予其宪制地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以下简称《国歌法》）中规定了奏唱礼仪；《刑法》则在第299条规定了“侮辱国旗、国徽、国歌罪”等等。这些法律规定，均是为了确保国家标志在实践中能够被以符合其功能的方式使用，进而构建起公众对国家的感知和认同。    [0: [] 国晓光.国歌塑造认同:超越政体类型学的国家认同建构---基于对121国国歌的政治学分析[J].新疆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2）:55-62.] 

具体到竞技体育领域，可以肯定的是，其不能游离于国家法治体系之外，全面、有效地规制竞技体育领域中的侮辱国家象征的行为是体育法治的应有之义。但近年来，在体育赛场内（包括运动员、球迷在体育场馆外围的相关行为）侮辱国家象征的行为时有发生：2017年11月14日在中国香港与黎巴嫩的亚洲杯预选赛上，香港球迷在赛前奏国歌仪式中发出嘘声；2019年10月6日，身穿火箭球衣的中国球迷在网上发布侮辱国旗的言论；2019年12月23日香港赛场奏唱国歌时再次出现嘘声干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因此对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开出3万瑞士法郎(约合213900元人民币)的罚单，并提出警告。对此，必须指出，当前在竞技领域内部，由于行业规范及相关行政法规尚未健全，仍无法通过合理有效的规范适用来惩治侮辱国家象征的行为。同时，在执行法规和规章的过程中，通行的处理方式是由行业协会和国家体育总局来决定行为违法、违纪的标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认定侮辱行为的活动限于体育行业内部，司法机关难以介入。进言之，在行业自治的掣肘下，有关组织对毁损国家象征行为的追究一般限于行业罚款或禁赛，但这一处罚对于高收入的体育从业人员和俱乐部而言，往往难以达到惩戒的效果。另外，在处理群体性侮辱国家象征犯罪时，基于“法不责众”的潜规则，司法人员常常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基于此，本文拟从侮辱国家象征犯罪的类型和特征入手，探究有效的惩治及预防措施，以期更好地保护竞技体育赛场中的国家象征。
2  竞技体育领域国家象征犯罪的行为类型与特征
    针对国家象征的犯罪是指行为人在公共场合通过对国家象征（国旗、国徽、国歌）实施毁损、侮辱等破坏行为来发泄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不满情绪，进而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权威和国民情感的犯罪行为。具体到竞技体育领域，是指运动员、裁判员或赛场观众等竞技体育的参与人，在赛场内故意破坏国家标志、妨害体育管理秩序的严重越轨行为。根据行为主体的参与身份、国籍归属以及行为的特性不同，可以将其划定为不同类型。
2.1 竞技体育领域国家象征犯罪的行为类型
首先，根据主体在竞技赛场中身份地位的不同以及可施加影响力的大小，可以将此类犯罪划分为竞技参与者实施的侵犯国家象征犯罪行为以及赛场观众实施的侵犯国家象征犯罪行为。一方面，竞技参与者（包括裁判员、运动员等）作为侵犯国家象征犯罪行为的主体时，其在赛场上的表现能够对竞技赛场上的秩序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即在“头羊”效应下，竞技参与者会煽动不特定对象“模仿”“捍卫”自己的不法行为，并在具有明显个人喜爱与憎恶情感的体育赛场上引起连锁反应。另一方面，赛场观众作为侵犯国家象征的主体时，其行为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违纪违法行为的涉众性。此类行为主要表现为在体育场域内，毁损国家象征的越轨行为裹挟于群体动乱之中，在本就存在一定立场倾向的观众的传播下（同一运动队伍的球迷往往会位列同一区域的观众席，有着共同支持的队伍和运动员），沿着偏离体育精神和妨害社会正常秩序的方向发展，最后演化为极端群体性事件。
其次，根据国籍或区籍的差别，可以将此类犯罪划分为内地公民犯罪与外国人和我国港澳台地区居民犯罪两类。实际上，这两类主体所实施的侮辱国家象征行为具备不同的政治意蕴和影响辐射范围。一方面，主权国家旨在通过对国旗、国徽等象征物的维护塑造政治空间的边界，其通过打击侮辱国旗、国徽等犯罪行为来维护一国的政治秩序和国家形象。当我国内地公民实施侮辱国家象征行为时，行为多表现为对一国政府的敌视，而不是对“主权国家”建立的否定性评价。但当外国人和我国港澳台地区居民实施该犯罪时，在一定层面上还表露出对该“主权国家”的否定与轻蔑。该行为将不可避免的掺杂国际、政治等因素，继而导致有关部门在认定过程中，除了把握该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等具体情节外，还应考虑到外交关系以及国际形势等复杂条件。另一方面，与内地居民犯罪相比，国民对外国人或港澳台地区居民侵犯国家标志的行为容忍度更低、心理敏感度更高。[endnoteRef:1]应该说，侮辱一国国家象征的行为是挑衅一国尊严最直观的表现，其在危害我国社会秩序的同时也会冲击国民普遍的爱国心理、激起我国公民对外国人的整体排斥。概言之，与内地居民主体相比，外国人或我国港澳台居民所实施的侵犯国家象征行为更具恶劣的社会影响力。 [1: [] 杜少尉.我国刑事驱逐出境完善研究---以国家安全为视角[J].法学杂志,2020（8）:105.] 

另外，根据犯罪行为侵犯法益是否特定，可以将此类犯罪划分为主要针对国家象征的犯罪以及附随性侵犯国家象征的犯罪。一方面，主要针对国家象征的犯罪，是以国家象征的破坏为标靶，带有强烈且明显的侮辱、毁坏意图的犯罪。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蒙面暴徒”怀着破坏国家象征物以传达己方政治立场的目的，蛰伏在看台中，通过带领、煽动其他观众在奏唱国歌时起哄或是点燃、撕毁国旗等方式来制造混乱。在这里，行为人诋毁、破坏国家象征的行为带有强烈的毁坏动机和目标指向性，因此，可以单独追究此类行为人侮辱国家象征犯罪的刑事责任。另一方面，附随性侵犯国家象征的犯罪，是指行为人虽从事侮辱国家象征的行为，但该行为只是其泛暴力行为中的一部分，行为侵犯的真正法益是包括国家象征管理秩序在内的社会整体秩序。例如，观众在竞技赛场的打砸行为，其中包含了毁损国旗的举动，但该侵害行为的主要目的并非破坏国家象征，行为人也不存在刻意侮辱国家象征的动机，因此，适用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等相关罪名来对这类行为定罪处罚更为适宜。
2.2  竞技体育领域国家象征犯罪行为的特征
2.2.1 场域扩大及时间线延长化的表征
在探讨竞技体育领域内的暴力行为时，学者们将暴力行为引发的犯罪限定在比赛场地、比赛时间范围内。[[endnoteRef:2]]但侵犯国家象征的犯罪行为与体育暴力犯罪行为区别较大，主要表现在侵害国家象征犯罪行为所涉领域范围更广、时间线更长。一方面，运动员等竞赛参与者不会因场域、时间线的变化，而丧失对特定群体的影响力。即使更换场域，在其他公共场所的运动员也可通过焚烧国旗等越轨行为进行不良行为示范，引起特定群体效仿。另一方面，在体育交流跨国界的背景下，作为某些外国运动员、队伍忠实崇拜者的“粉丝”群体，会因自己所崇拜的队伍或运动员在赛场上败给中国队而引发侮辱国家象征行为。该行为虽不属于体育组织日常管理的范畴，但因其犯罪目的仍是由竞技体育内同一主体所引起或促成的，并且越轨行为背后可能隐含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个人喜好之间的抉择，亦应将其作为体育竞技领域内国家象征的保护的对象。因此，在探讨体育竞技领域内侮辱国家象征行为时，不能忽视其表现出来的场域扩大以及时间线延长等外在特征。 [2: [] 吴玉萍.竞技体育暴力行为之刑法介入[J].政法论丛,2012,（6）:89-94.] 

2.2.2 独特的爱憎情绪是国家象征犯罪行为产生的导火索
在竞技体育中，激化产生不法意图乃至实质不法行为的是竞技体育领域内与赛事相关的人或事，这也是竞技体育领域有别于其他领域的重要特征。对国家象征的侮辱行为主要建立在对国家尊严和公民情感的公然毁损上，这种目的支配下的行为，在特征上展现出行为人的行为相比其他违纪行为更具破坏性的犯罪特质，而此类行为在竞技领域中的产生和发展往往就伴随着对某一队伍或某一运动员的支持与抗议的情绪。在赛事失利或裁判涉嫌误裁等情况下（预谋情况下这些情形将成为导火索），受赛事波动影响的人或群体产生了负面情绪，这一负面情绪又被行为人上升为自己的某种文化主张、政治观念，进而在赛场气氛的烘托下演化为仇恨国家、政府等的偏见。更为严重的是，行为人将这种狭隘的思想进一步外化为对国家象征的暴力攻击行为，使其能通过破坏国旗、国徽等象征物的举动达到宣扬自己政治观念的目的。[[endnoteRef:3]]亦即，体育竞技领域赛事相关人员的情绪波动是国家象征犯罪行为发生的成因。在负面情绪不断叠加以及突发事件的刺激下，公众的行为从正常的参与、观赏行为激化为服从于对国家厌恶情感的破坏行为。 [3: [] 范淼,张旭.美国仇恨犯罪理论引入之前提性研究[J].法学杂志,2015,（1）:74-81.] 

2.2.3 突发性、涉众性导致犯罪行为可控性低
一方面，竞技体育领域内发生的侵犯国家象征的犯罪，往往具有突发性、随机性。竞技体育中赛事结果的不可测性在保证竞技乐趣的同时，也隐含着越轨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在体育赛场中，由于情感的自发性及高亢气氛的影响，人们易产生复杂多样的情绪变化，而情绪的消极变化则会引发失序行为。以致管理者无法凭借情境来准确预测是否会发生侮辱国家象征等越轨行为，也就无法合理设计赛前的“防暴方案”。另一方面，赛场中所形成的社群认同放大了犯罪行为的破坏效应。在体育领域中，社群给予竞技领域中人们共同体成员身份的认同感，人们为了欣赏或是崇拜等情绪自发地形成具有相同诉求的“团体”，而这种社群的存在，在特殊事件或鼓动性的个体的刺激与带动下，容易陷入“去人格化”等非法集体活动的热潮中。尤其是群体的破坏意图为国家标志物等国家尊严物时，社会危害性被放大，管理难度亦大幅提升。
3   理论疏解：侵害国家象征行为“行业自治”规则的失灵
单靠竞技体育的内部规制已经无法妥当保护竞技领域的国家象征，应建立由部门规章、行政法规直至刑法的一体化规制体系。对此，本文指出可能存在的两点担忧，一是体育赛场民众表达自由权的一种方式，不应过度“解读”；二是不应适用刑法打破竞技体育领域原有的自在秩序，认为竞技体育的内部矛盾可凭行业规则自行化解。本文认为上述两点担忧均难以成立，下文将从竞技赛场上“自由表达”应有涵义、竞技体育领域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竞技体育领域自身自我管控能力的不足三个方面予以阐释。
在侮辱、折损国家象征行为入罪之初，就不乏有人用“言论自由”指责侮辱国家象征行为入罪是对人们表达自由的“压迫”。在1969年Street诉纽约州案以及我国香港地区回归后的第一例“侮辱国旗案”中，表达自由都是被告进行无罪辩驳的主要观点。甚至在美国的Street侮辱国旗案中，终审法院将被告人焚烧国旗的行为认为是一种思想的表达，而“政府不能仅仅因为社会认为某一思想令人厌恶或不能接受，就禁止人们表达这一思想”，从而认定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endnoteRef:4]]一些人认为国旗、国徽等物不具有民事法意义上的价值，其依附的国家象征的含义不能够限制人们的权利。[[endnoteRef:5]]焚烧国旗、歪曲奏唱国歌等行为在此言论基础上被认为是人们正常的政治表达。而此种言论在体育领域亦有体现，有学者认为肢体表达是竞赛中彰显活力、拼搏精神的重要表达方式，倘若对其中的行为“上纲上线”，将不利于体育竞赛的健康发展，从而借 “行业自治”对侮辱国家象征行为的违法认定予以排斥。[[endnoteRef:6]] [4: [] 邱小平.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47.]  [5: [] 臧震.美国宪政精神下的表达自由---以焚烧国旗案为例[J].法学论坛,2006,（3）:139-144.]  [6: [] 冯文杰.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实质解释论---基于批判积极刑法立法观的视角[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0,（5）:587-593.] 

然而，上述言论未免存在偏颇。体育赛场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其政治氛围也应与《宪法》相一致。《宪法》一方面确认了人们的表达自由权，一方面也明确了国旗、国徽等象征物不可撼动的宪制地位及不可侵犯的象征意义。表达自由固然是公民的一项权利，但其不能与稳定的社会秩序相对抗。体育领域内的一切事务应当坚持合法性和正当性，“不能侵蚀体育根本价值和对个人权益和公共利益造成减损”。[[endnoteRef:7]]任何人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不能以毁坏社会秩序、破坏法律为对价，在竞技体育领域对国家标志侮辱、毁坏等行为无疑超过了合法、合理的范畴。另外，我国《宪法》《刑法》等法律早以明文禁止的方式对侮辱、毁损国旗的行为予以规制，再以情绪宣泄为由，认为该行为不具备侵害国家象征物的违法性意识而出罪的观点也就无法成立了。即使在最终判决被告人无罪的美国“Street侮辱国旗案”中，实际上也认同了国旗（在这里也可以代指其他的国家象征）与生俱来的象征意义——高举完好无损的国旗即表示对于国旗的象征意义予以赞同与支持；而对国旗予以践踏、撕毁则表示对其意义的反对或者排斥。[[endnoteRef:8]]因此，无论是烧毁国旗还是践踏国徽的行为都是对国家象征的不尊重，是在已知其特定含义的前提下，仍采取的进一步挑战法律底线的行为。 [7: [] 徐伟康,林朝晖.人工智能体育应用的风险与法律规制--- 兼论我国《体育法》修改相关条款的补足[J].体育学研究,2021,35（4）：29-38.]  [8: [] 秦前红,黄明涛.表达自由的理念与限度---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国旗案与美国最高法院焚烧国旗案比较研究[J].北方法学,2012,（5）:35-45.] 

在竞技体育领域中，不能误认为竞赛中的行为只受体育规则的约束。侮辱国家象征的肢体动作已是对体育精神的亵渎，不能以行业自治为由排斥其他法律乃至刑法等外界作用力的介入。事实上，竞技体育作为社会生活领域的一部分，必然承担国家象征的保护职责，因其作为“文化符号”的传播作用，应更加注重对国家象征的维护以及国家形象的积极展现。[[endnoteRef:9]]一则是因竞技体育本身展现的是对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拼搏精神追求，相比其他领域能够更明显地引发国民的民族认同感、荣誉感与自豪感。二则是作为世界性的活动，竞技体育是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重要媒介。它可以越过各种语言、外交等障碍在各种跨文化传播语境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进言之，竞技体育实际内嵌于国家形象之中，并能通过片面的体育竞技感知来放大国家象征的意义。重视该领域内发生的侮辱国家象征等不当行为，并对严重的越轨行为予以刑法规制，是维护国家尊严的应有之义。 [9: [] 徐春宁,何满龙,张云峰.符号提喻和象征：体育形塑国家形象的连续体[J].体育与科学,2016,（6）:42-47.]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竞技体育领域内部自发秩序的危险性已经超脱出该领域自我管控的范围。竞技体育领域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建构物，是由特定的图腾符号、肢体表达、旗帜符号等凝聚起来的共同体。而这种共同体模式也导致形式上的个体性体育活动在实质上都依赖于、反馈于特定的群体，并借助社群认同将“赞同”的不特定意识扩大化。[[endnoteRef:10]]换言之，个人的不当行为隐藏着群体暴乱的危机，侵犯国家象征行为的苗头会在群体自我归队、认同下形成“燎原”之势。况且，体育本质上是人们好斗特性的合理转化。攻击性、好斗性以及肢体的碰撞和半自由化地呼喊、跳跃都是该领域的组成部分。在如此狂热氛围下，群体中的个人会认为规则、法律的束缚力减弱。虽然个体本身可能同时拥有多重的“社群”认同，但是当周围的参照系转变为与体育密切相关的人或事下，竞技体育的社群认同将占据主导地位，它将暂时性地弱化或掩盖、排斥其他认同，从而使人自发地参与群体行为。然后在不当行为蔓延下，发展为群体性的辱骂、滋事甚至是暴力冲突。因而，当一个人开始冲下看台点燃国旗或是投掷东西时，不仅仅是该个体的不良行为的凸显，而更有可能是拉开群体破坏社会秩序序幕的开端。 [10: []高雪峰.人本体育原论[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3,47（5）:10-14.] 

对于这种越轨行为，我国法律理应更加重视并加之严苛的管理。竞技体育领域自身显然无法尽善尽美的加以约束，以中国足球协会从2017年11月到2020年11月份的181处罚通知为例，其中涉嫌群体侮辱国家象征、破坏社会秩序的处罚只有21例（表1）。对于集体动乱的规制，竞技体育领域内侧重于赛区通报批评以及罚款，换言之，足联实际上规避了对集体混乱的治理，在自身调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遵守了“法不责众”的“传统”。正因如此，在对竞技体育领域内侮辱国家象征行为的规制上，不仅不能够以行业自治排斥外界力的介入，还应对该领域内国家象征的保护措施进行体系化的反思与改进。
表1    2017.10-2020.10足协处罚通知汇总基本情况
Tab. 1 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penalty notice summarizes the basic situation
序号             违规行为                        处罚措施                                                                
1        观众冲进场内威胁裁判员               对赛区通报批评
  2       运动员辱骂球迷、看台秩序混乱          对运动员予以禁赛并罚款1.2万元
  3       球迷在看台上燃放冷焰火                对赛区通报批评并罚款1万元
  4             运动员辱骂观众                  对运动员予以禁赛并罚款3.5万元
  5       团队管理不善、引发观众混乱            对赛区通报批评并罚款15万元
  6       团队管理不善、引发观众混乱            对赛区通报批评并罚款15万元
  7          观众向赛场投掷垃圾                 对赛区通报批评
  8      未按规定完成比赛仪式引起赛场混乱       对赛区通报批评并罚款60万元
  9          观众向赛场投掷矿泉水瓶             对赛区通报批评
  10           引起赛场混乱                     对赛区通报批评并罚款20万元
  11      塔尔德利在赛前奏唱国歌时，举止不庄    对个人予以通报批评
  12        观众燃放冷焰火的情况                对赛区罚款3万元
  13      观众向裁判组投掷矿泉水瓶等杂物        对赛区通报批评并罚款5万元 
  14      个别观众闯入比赛场地                   对赛区通报批评
  15      观众打架                               无
  16      比赛双方多名球员、官员发生争执         对赛区通报批评
并引起赛场混乱
  17      少数观众向比赛场内投掷矿泉水瓶         对赛区通报批评
  18      观众在看台燃放冷烟火                   对赛区通报批评
  19      多名球员参与场上打架、群殴             对赛区通报批评并罚款30万元
  20      球员围堵裁判员                         对赛区通报批评并罚款20万元
  21      俱乐部赛场官员发表不正当言论           对个人罚款3万元
注：其中涉及侮辱国家象征的处罚结果较少，为了更加合理的判断足协的处罚结果，将范围扩大到破坏社会秩序.
4   困境突破：竞技体育领域内侵犯国家象征行为的处罚机制构建
    事实上，任何领域的发展滞后都隐含着一个共同特性，即上层建筑的不完整性，竞技体育领域内国家象征保护亦存在此类问题。法律条文的粗疏和衔接不当导致该领域的法律保护体系面临两个问题：一是体育组织权责不明，行为是否构罪的判断权掌握在体育组织手中，间接导致很多应该入罪的行为逃避了刑法的制裁；二是处罚效果不佳，处罚缺乏针对性、严苛性，导致罪责不相适应。因而，建立较为完善的竞技体育内国家象征保护体系，必须要厘清竞技体育领域内法律组成与建构问题，探求合理的规制体系。
4.1 问题显现
4.1.1 缺失以高位阶立法为核心的体系化规制制度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2019年12月26日公布的《现行有效的体育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制度性文件目录》，在体育领域内，现行有效的法律1部，行政法规7部，中央与国务院文件34件，部门规章32件，规范性文件178件，总局制度性文件72件。这些规范中，较少有关于国家象征保护条款的直接规定，且大多借助对公共秩序之维护（具体包含破坏赛场秩序的行为规制以及预防此类行为发生的赛场管理和预防措施的规定）和与爱国教育相关的规定实现间接表达。例如《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2020）第23条规定了（体育赛事）主办方和承办方应当加强观赛环境管理，防止攻击性言论、旗帜和标语出现。然而这一条款作为处罚侵犯国家象征行为的依据时显得缺乏针对性。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中只有第51条是关于秩序违反的责任规定，并且惩戒最后落脚于“批评、教育并予以制止”，这显然无法应对表现形式多样的侵犯国家象征的不法行为。对比而言，以其他部门法——环境法为例，其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这一总则性立法外，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一系列的立法规定。竞技体育领域内立法的不足直接导致了高位阶的规制条款缺乏，使得越轨行为的规制仅依赖于政策和规范性文件的交互规范。这不仅导致了体育立法的权威性、严肃性和稳定性的不足，也使得有关部门在面临具体的不法行为时，缺乏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进行管制。[[endnoteRef:11]] [11: [] 马宏俊.试论我国体育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改为视角[J].体育科学,2021,41(1):7-20.] 

    另外，相关部门规章、政策性文件等规定，并未对上述立法条款起到扩充、补充作用，而往往是对高位阶法律条文进行简单重申。如各地针对《体育法》出台的实施办法，其中并无关于竞技体育相应板块的内容，在辽宁省实施《体育法》若干规定中，只提到了赛事的审批、运动员的选拔等内容，简单地重复了《体育法》已有的条文后，并没有进一步对于越轨行为的责任追究进行补充性设计。这种并未融入地方特色的体育管理办法，不仅没有使立法内容更为明确，反而因其重复性、发散式设计使得规定更为冗杂，操作更加困难。
4.1.2 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等条文中内容规定不健全
竞技体育领域内，除了体系化的不足以外，在规范内容上还存在着主体、权责条款等原则性条款缺失和细化展开问题[[endnoteRef:12]]：（1）所包含的受规制对象并不明确。《体育法》中共有两处涉及竞技体育管理的相关规定。其一，在第四章“竞技体育”专章规定中，重点强调了体育竞赛的实行方法，其中所涉主体为组织者、管理者、运动员以及裁判员；其二，在第七章“法律责任”追究中，第51条规定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的“应给予批评、教育并进行制止，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处罚，构成犯罪的则追究其刑事责任”。上述条款并未提及竞技体育领域“被管理对象”的范围。具言之，虽然按照社会常理，观众也应是受规制的对象，但在实际运行中其往往成为被“忽视”的处罚对象，并且这种模糊规定在下位法的具体规定中并未能得到细化。例如，《中国足协章程》中第五章“罚则”中笼统地规定了“违反纪律和体育规则、体育道德的行为，本会（足球协会）将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但通过其处罚种类,即“通报批评、警告、罚款、停赛、禁赛、禁止随队进入比赛场工作、限制从事足球活动”等方式，我们可以看出该规定将处罚对象进一步限制为实际从业人员以及组织，进而将“法不责众”由习惯固定为规章条文。（2）组织者、管理者权责不清。以《体育法》为核心的立法并未明确竞技体育领域中组织者、管理者的地位，更未提及这些组织者和管理者其在保护国家象征的过程中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履行何种职能。《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2020）提到“体育赛事相关人员”应在活动中积极营造和谐文明的赛场文化氛围，但如何营造、不同主体承担的责任大小、如何确定以及对破坏秩序行为人的追责制度等都不在条文规定的范围之内。（3）法律责任条款的缺失。法律义务条款的完整性以及法律责任与法律义务的全面对应是法律责任规定完善的关键性因素。[[endnoteRef:13]]强制性、惩戒性的法律责任作为消极性法律后果，只有通过责任的明确规定才能对涉及侵犯国家象征的行为进行追责，责任的不明确或是缺失就会导致法律义务无法实际履行。《体育法》第34条规定了组织者应当对在中国境内举办的重大体育竞赛的徽记、旗帜及吉祥物等标志进行保护，但是在第四章法律责任中却没有规定违反保护义务应当承担的责任；《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2020）于第三章规定了体育赛事活动相关人员应当履行安全、有序的办赛、参赛、观赛义务，同样在责任条款中疏于制定相应的惩戒措施。这种义务、惩戒条款的缺失，显然无法为追究侵犯国家象征的行为提供正当依据。 [12: [] 姜世波.《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司法适用探析[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5,（03）:221-227.]  [13: [] 汤唯,毕可志.地方立法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构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56.] 

4.1.3 行业规范、法规与刑法衔接不畅
    竞技体育领域内法规、规章呈现的非体系性、不完整性特征在导致体育活动自身发展陷入囹圄的同时，进一步造成了排斥司法力量介入的局面。一方面，竞技体育内部附属刑法条款的缺失和语义的模糊造成了刑法引用的困难。[[endnoteRef:14]]《体育法》明文指出的犯罪行为包括贿赂、诈骗、组织赌博；侵占、破坏公共体育设施；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以及挪用、克扣体育资金。侮辱国家象征等不法行为则不在条文明确规定之列，自然在该法规中也无法找到与刑法条文相对应的衔接条款。 [14: [] 王桢.我国体育法中犯罪条款的问题反思与修改完善[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8,（2）:115-121.] 

    另一方面，体育法规、规章等规范中缺乏关于越轨行为的“定量规定”。以《体育法》51条为例，其仅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未对行为构成作具体展开，则该行为在什么程度下进入刑法的规制范围不得而知。这些笼统甚至空白的规定最终导致了“以纪代法”现象的发生。倘若侵犯国家象征的行为构成犯罪，则其应具备涉众性、正常竞技活动阻碍性等构成因素，若不具备上述条件，该行为就不会触犯刑法。而对于这些，法律规定仅是简单地将行为的违纪、违法性用一句话加以概括，显然无法为司法机关处理相关违法行为、促进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4.2 解决方法：构建硬法与软法并存的法源体系
若想国家象征在竞技领域内获得全面保护，必须构建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首先，应以《体育法》的修改完善带动整个竞技体育内部法律的体系化。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体育法（修改）”列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的第二类项目。以此为基础，学界对于《体育法》修改的方式以及具体内容进行了研讨，主要划分为对《体育法》全面修订以及在现有《体育法》内保留结构、内容再进行充实完善的修正两种方式。[[endnoteRef:15]]无论是修订还是修正，对《体育法》进行内容调整已成为体育界人士的共识。但在调整中需注意的是，《体育法》作为竞技体育领域内的根本法，宣示性条文是其不可灭失的重要内容。[[endnoteRef:16]]因此，不能一概要求体育法内极尽详细，而是应该在竞技体育领域着力构建硬法与软法并存的法源体系，即发挥《体育法》立法的宣示作用，并善用政策、司法解释等补充性条款去解决涉及国家象征犯罪的预防和惩罚条款的具体展开等问题。 [15: [] 卫学芝,汪全胜.从修正到修订:我国《体育法》修改的模式选择[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0,(10):136-144.]  [16: [] 于善旭,李先燕.论修改《体育法》的内容结构调整与技术质量提高[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8,42（2）:1-8.] 

4.2.1 明确组织体的地位及权责规定
    在竞技领域中，体育赛事活动的主办方、承办方、协办方、体育部门是最开始发现侮辱国家象征行为并做出首要判断的第一管理人。因此，竞技体育领域内组织体的地位、权责必须通过权威的立法进行明确。
首先，应当在《体育法》总则一章中对其进行原则性的规定，确定体育组织体所享有的自治权利范围，赋予其对包括观众在内的人员进行惩戒的权力，例如，有关组织可以禁止越轨观众再次进入赛场、及时将闹事观众带离赛场等。于此同时，应在总则中规定维护赛场秩序正常运行以及保护国家象征尊严不受侵犯是体育组织体的法定义务，并据此义务确定对组织体的追责条款。倘若体育组织体未履行义务，或涉嫌带头实施破坏国家象征、民族团结的不法行为，则在对其进行罚款以外，还应当限制甚至剥夺其行业从事资格，追究具体管理者的刑事责任。
其次，区别规定体育法律责任与体育社会团体的纪律处分条款。体育法律责任涉及民事、行政、刑事责任，而体育社会团体的纪律处分则属于一种社会团体内部的纪律处分，两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不同，所以应当区分对待。然而，现有的《体育法》规定含混不清，例如在第五章第49条中规定体育社会团体按章程规定给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纪律和体育规则的予以处罚，又规定了构成犯罪的应当借助刑法进行处罚。为了避免条款适用上的困惑，应当将体育社会团体的纪律处分规定至第4章，即对体育社会团体的专章规定中去。
最后，责任与义务条款应对应设立。法律义务与责任的对应是法律完善的体现。“权利与义务是依法治体的核心问题”，规定赛事相关人员应尽的义务，并细化对于义务履行不当的追责制度是国家象征保护落实到位的重要保证。[[endnoteRef:17]]在《体育法》“法律责任”一章中，应当规定与前文义务相匹配的责任条款，至于具体的追责和惩戒办法允许各体育项目部门在制定适应自身发展的章程中予以细化。体育项目部门可以根据赛场的人数、发生的时间、赛场所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最终决定适用何种程度的惩戒。 [17: [] 周爱光.中国《体育法》修改的总体思路—基于国外体育立法修法经验的分析[J].体育学研究,2019,2(03):1-7.] 

4.2.2“类型化”下的惩戒措施
（1）基于职业身份的不同
“区别对待”要求根据越轨主体的不同身份采取不同的惩戒方法，即对于运动员等实际参与人，应当着重于行业从事资格限制以及罚金的运用；对观众等群体则以禁止令为导向进行群体规制。对实际参与人的打击，由于不同体育项目的特殊性，各项目章程应对法律法规做出细化规定。运动员一旦实施了侮辱国家象征的犯罪行为，不但要追究其刑事责任，还应限制其从事相关职业的就业资格。另外，在行业章程规定罚款的金额方面，借助行业处罚的灵活性，可规定与运动员等参与者从事违法犯罪行为相配套的高额罚金处罚机制。采用可量化的行政罚款将不同违法情节与不同的罚款额度相对应，使之与行为人的恶性程度相匹配，提高处罚的威慑性和精确性。[[endnoteRef:18]]以此避免单纯的刑法规制导致运动员等从业者因高薪保底而得不到惩戒的局面。 [18: [] 孙莹.大规模侵害个人信息高额罚款研究[J].中国法学,2020,（5）:106-126.] 

对观众等群体的惩处，可以扩大禁止令、黑名单的惩戒措施等运用。规定对赛事中引起恶劣群众事件的鼓动者、发起人应直接由领域内的管理者移送司法机关，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而对于其他参与的个人，在法条明确赋予体育管理者自治权的基础上，管理者自身建立体育行业黑名单制度，通过互联网进行全国性的备份，直接禁止违法观众在一定的年限内再次进入相关场所。从而对群体违法行为进行追究，纠正群体行为中的个人行为不会被追究的认识误区，打消部分人蓄意“趁火打劫”的幻想。
（2）针对外国国籍和港澳台居民的情形
就外国人在我国体育赛场内侵犯国家象征的行为而言，应该说，国家主权相对性要求主权国家在享有对外国人自由决定管理制度的同时，也应考虑到一国所承担的保护国际人权的义务以及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国际现实。尤其在更具政治表达意蕴的外国人侮辱国家象征罪的认定上，处置不当容易引发国际矛盾与争端。这就要求在对涉外主体的行为的认定和惩治上，应当更为谨慎地平衡好捍卫国家象征尊严与维护国际关系的微妙关系。
在此意义上，将外国人与本国居民同等看待，适用相同的惩戒措施不再为最优的解决方案。域外国家中，表达自由的囊括范围更广，对个人行为的容忍度较高，在很多情境下，侮辱国旗、国徽行为不会被视为犯罪。故在考虑上述因素下，选择适用“驱逐出境”更具现实可行性。驱逐出境本身兼具行政和刑罚双重属性。相对于侮辱一国国家象征行为本身的不法宣示性意义，驱逐出境自身亦是宣示主权的极致表达——禁止不尊重我国主权、违反社会秩序的外国人留在我国疆域内。如此一来，可以通过剥夺外国人在中国停留或拘留的资格来捍卫我国国家象征的尊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具体而言，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来构建体育领域内部中“驱逐出境”的相关规定。构建方式可以选择直接在《体育法》法律责任一章中，对实施侵犯国家象征犯罪、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外国选手、外国观众增加适用“驱逐出境”的惩戒措施。也可直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0条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外国人，“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驱逐出境”。与此同时，当违法行为超脱了行政法管辖范围时，行政主体不再享有处置权力，其应及时将涉嫌犯罪的外国人移交给司法机关，由其最终决定是否对该主体单独适用抑或是附随适用驱逐出境的刑罚措施。
就我国港澳台居民在内地体育赛场中侵犯国家象征的行为而言，由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已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分别放入了基本法附件三当中，且专门立法予以了落实，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在2020年6月通过了《国歌条例》，其中规定，任何故意侮辱国歌的行为，如在球场上报以嘘声、在升旗礼聚齐示威手势或在网上恶搞，一经定罪，均可被处以最高罚款5万港币及最高监禁三年的处罚。如此，如果有港澳居民在内地体育赛场中侵犯国家象征，则可以通过双方刑事司法协助条例和已有的移交嫌犯惯例进行协商究竟在何地予以处罚。对于台湾地区居民，则可根据《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进行协商处理。
（3）基于受侵害法益是否特定
前文中以侵犯法益的特定性为标准，将体育赛场上发生的侵犯国家象征行为划分为针对国家象征的犯罪以及附随性侵犯国家象征的犯罪行为两类。在此基础上，可以将体育赛场上的不法行为划归为侮辱国家象征罪以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两类罪行。继而在区分罪行的基础上，准确评价不同情境下、不同主体的越轨行为。
体育赛场上，侮辱国家象征罪可以继续划分为个人犯罪和共同犯罪。个人实施该犯罪行径时，直接追究该主体的行为责任；共同犯罪时，则应当注意区分主从犯，对真正实施焚烧、毁损、玷污、践踏等侮辱行为的主体追究刑责；对扮演提供建议、为犯罪实施创造条件的从犯，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的基础上给予相应的惩罚。加之，侮辱国旗、国徽、国歌罪法定最高刑为有期徒刑三年，这意味着在一些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的从犯可不被追究刑责。因此，在追究主体责任时，应保证在准确适用罪名的基础上，需对共同犯罪中的主从犯进行区分，即对实行犯适用更严厉的惩戒措施、对从犯适用相对主犯从轻、减轻的处罚，亦或在不追究从犯刑事责任下，追加认定其应承担的行政责任。附随性侵犯国家象征物所涉及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认定中，无论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还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罪，都将具备共同犯罪的组织形态作为罪名最终成立的条件。在认定行为构成共同犯罪后，才能进一步追究参与主体的刑事责任。而根据刑法第290条、291条的规定，其中的首要分子、积极参与者才会被认定为犯罪主体。换言之，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群体性犯罪中的绝大多数参与者是不构成犯罪的。而不具备组织形态、仅具备“聚众”条件的群体性动乱更无法借助刑罚力量进行追究。对此类主体，应当通过适用禁止令、黑名单等行政措施来惩戒，并对不构成犯罪的主要参与人施加更为严厉的行政拘留等措施。从而，根据参与者的不同参与程度、不同不法行为采取定罪处刑、定罪免刑、无罪无刑等轻重衔接的处罚方式以实现精准打击。
4.2.3 出台体育领域专门司法解释、意见
    《体育法》不可能对所有涉及到刑法条款的行为以及移送司法机关的具体行为标准进行详细描绘，在法条中进行太多阐释反而不利于其与刑法的衔接。因此，应当考虑出台与刑法相衔接的司法解释与意见。
在司法解释中设定体育法与刑法的衔接条款应当满足几个条件，一是明确性，应当将可能涉及的不法类型涵盖在内，从而为具体的实践提供操作指南；二是衔接清晰，在司法解释中的衔接重在强调体育内部规制和刑法之间的衔接，而有关行业内进行的处罚、行业处罚和行政处罚的衔接应当规定在体育内部政策条款内。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发布的《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为样本，可以出台《关于依法惩治涉嫌侵犯国家象征行为违法犯罪维护体育正常发展秩序的相关意见》，具体条款内容为：“在体育竞技赛场上践踏国旗、焚烧国旗、国徽、挥舞侮辱国家象征的标语、旗帜；在奏唱国歌时起哄闹事等，尚未引起严重失序行为的个人（这里失序行为的严重与否就应当由前文中的众多因素来进行考虑），经依法劝说，警告无效的，要依法驱散，对拒不服众的人员要依法带离赛场，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23条的规定处罚；造成严重损失或者严重危及国家象征、国家形象或是扰乱赛场秩序情节严重的，构成寻衅滋事罪、侮辱国家象征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的，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定罪处罚。”在此基础上，借助寻衅滋事罪的司法解释，以寻衅滋事的社会危害性为参考，竞技体育领域内侮辱国家象征罪的成立要件应综合以下因素考量，即赛事的重要程度、体育赛场场所的人数，起哄闹事的时间，赛场场所所受影响与范围程度，综合判断行为是否扰乱公共场所的正常秩序、造成国家象征的破坏。
5  防患于未然：情境再塑造与爱国意识的培养
    竞技体育内法律法规体系建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制该领域内通过焚烧国旗等行为对抗国家象征维护秩序的活动，但这并不能完全阻止这种乱象的发生。因此，除法律的威慑力外，应探究如何针对竞技体育领域内的特殊性制定预防措施，拓展竞技体育领域国家象征保护的建设格局。
5.1 着力营造正面维护国家象征的积极情境
所谓“情境”不仅仅是人们所生活的周遭环境，而是“人”与“环境”互动所产生的结果。在此情形下，情境相对于人就有着不同的性质，其可以成为阻碍违法违纪的因素也可以成为催发犯罪发生的条件。[[endnoteRef:19]]如前文所述，人们在赛场激昂的氛围中及社群认同的带动下会参与到越轨行为中。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情境的要素发生转变或是经过人为的合理控制，也可以达到秩序维护、国家象征保护的良好社会效果。 [19: [] 荣晓红.论犯罪的情景化特征及情景犯罪刑事政策[J].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17,（4）:103-109.] 

具体而言，针对竞技体育领域的特性，可通过实名购票和监控安保系统的完善来实现“匿名感”的消除，从而破除群体对个人形成的“恶性”安全感壁垒。社群认同最终酿成秩序破坏的恶果，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社群中的个体认为其可以被裹挟于社群之中，肆无忌惮地跟随群体的行动而不被察觉，进而使得个人地位和属性暂时性缺位，从而助长了个人的犯罪冲动。而当场景中要素改变、个人身份被标记时，个体如果再选择进行违法违纪行为，被抓获并被施加处罚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从而使得个体存在的侥幸心理限度得以破防，进而达到群体事件发生概率降低的效果。实行实名购票以及入场面部登记，甚至是大屏幕随机捕捉观众席等监控安保措施，让个体实在地感知到由群体带来的“保护伞”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个体被标记、个人信息被储存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境模式设计下，个体地位和属性就无法再隐匿于群体当中，高度精确化的个人信息定位反而成为群体活动能够更加合理进行的保护手段。 
    与此同时，通过看台文化的营造进一步深化良性情境模式的塑造。有学者针对赛场越轨行为的潜在危险，提出应通过良好看台文化的建立促进竞技领域的健康发展。[[endnoteRef:20]]其实，燥热、闭塞、拥挤都是促成犯罪的情境因素，与之对应的是，运动员与观众的良性互动、观众席的合理布局以及人们舒适度的提高则可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因而，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看台上可以通过合理地设置不同阵营的观众座椅以及禁止危险性的物品携带来降低危险发生的可能性，最为主要的是打造赛场与场下共享的和谐氛围，来降低人们产生破坏国家象征抑或赛场秩序的欲望。进而将运动员以及观众可能潜在的暴虐情感，借助对比赛的欢呼、打气等方式释放出来，将侮辱国旗等失序行为合理引导到欣赏、娱乐的本位，以实现保护国家象征、维护秩序的最终目的。 [20: [] 史友宽,孙思哲,王军.营造排球比赛看台文化的现实意义和对策分析[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5,（2）:27-29.] 

5.2 培养爱国认同与提升思考序位
宗教、体育抑或是其他类型的社会群体性质活动的产生和积极运行，都是人们寻找社会归属感的尝试，个体尤其希望通过可直接感受的方式，参与到他所认为的重要生活领域。[[endnoteRef:21]]但是竞技体育领域生存的前提预设是发展于主权国家的秩序安定下。即只有在社会秩序稳定、政府有力、人民安居乐业下才能发展社会娱乐活动，也就是说，实际上竞技体育领域的认同感只有归附于国家、民族的认同感之下，才能有存续发展的机会。与之相对，竞技体育领域内无论主体身份是否存在差异，侮辱国家象征行为的生成关键均在于文化自觉性和道德自律性的缺失。相关人员缺乏爱国情感、没有将爱国情感演绎为自觉行为，从而导致了在认同感上没有把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放在首位，也没有将公共秩序的维护以及国家象征的尊重作为个人义不容辞的义务予以践行。 [21: [] 闫闯,郑航.社群主义的国家认同与爱国主义教育[J].教育学报,2015,（06）:3-9.
] 

承前所述，个人的社群认同有多个层次和不同表现方式，基于体育场域的变化以及要素的改变，人们将竞技体育领域内的社群认同在当时场景下暂时性地升到首位。因而，在个体认同意识的建构中，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个体在所拥有的多种不同形式的认同中进行“任选其一”，而是在不同形式的认同中确定自己应当遵循何种认同排序。因此，抵制侵害国家象征行为的要点就在于，应当使爱国认同意识在个体的认同层次结构中处于个人优先认同的位次。个人只有在满足了爱国认同的情形下，才能再将自己归属到其他认同阵营中去，并在其他认同试图偏离爱国情感时，再次回归到爱国、民族认同的首要认同上。如前所述，粉丝跟随喜欢的球迷而对国家象征予以践踏的行为，纯属个体认同次序排列的顺序失准，将对某个人的喜爱架构于爱国、爱民族的认同意识之上，由此引发了越轨行为。体育赛场中，升国旗、奏国歌都是爱国教育培育、深化的重要手段。此类手段可以使运动员的培育和观众等主体更注重爱国情感。在正面强化引导下，进一步巩固个体的爱国认同，使人们获得或是提升对国家、民族的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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